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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認同的歷史發展與問題： 
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有關台灣人認同的問題，不僅現實上在國內日漸受到重視，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在國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討論的主要關心點是台灣nation認同，不過，台灣nation

認同直到今天在內部仍然存在相當歧異，因此，本文除了在學理上討論台灣共同體形成

的要件外，也將討論台灣複雜的認同的歷史發展及其存在的問題。 

壹、清帝國統治時期台灣認同的發展  

  台灣認同就歷史發展而言，首先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也就是以台灣這塊土地

作為就以漢人為主的台灣住民而言，如何從移民性格強烈的「移墾社會」，逐漸轉變成

為傳統漢人社會，是重要的歷史轉折。 

  其中，過去歷史被認為是台灣朝向所謂中國「內地化」發展，重要指標的歷史現

象，再進一步歷史的分析之後，可能會得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解釋。以宗族組織的建立來

看，台灣原本的漢人移民祭祀的祖先，祭祀的是原本中國大陸原鄉的祖先，也就是唐山

祖。至於另一個祭祀對象，則是祭拜來台開基祖先的開台祖祭祀，也同步發展。早先比

較富有的移民，也會返回中國大陸的原鄉祭祀，不過，漸漸的不僅開台祖的祭祀成為重

點，特別是以開基祖為始點，由派下子孫往下建構的開台祖祭祀組織，也成為台灣傳統

漢人家族形成的重要指標。開台祖祭祀組織在形式上，與中國大陸漢人宗族類似，但

是，其存立、發展的空間是台灣，是「釘根」台灣的宗族。以仍會回中國大陸祭祖的林

本源家族為例，原鄉是漳州，不過大家認知的則是板橋林本源，而且家族成員也以台灣

開台祖派下為範圍。這也意味著，台灣家族的發展已經相對地呈現「在地化」或是「土

著化」的性格。 

  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台灣菁英（士大夫）參與科舉考試，研讀儒家經典。基本

上，台灣菁英參與科舉考試，也往往意味著其出身的家族逐漸成為仕紳家族。由於參與

科舉必須熟讀經書，特別是官定的四書，因此過去有時被解釋為台灣菁英的「內地化」

或是漢文化的認同，這固然是有一定的解釋力，不過，由於科舉考試的制度設計，使得

參與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在籍貫上選擇了台灣，而不是移民原鄉。因為科舉考試是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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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進行選才，在台灣取得秀才資格後，無論是到福建考舉人或是到北京考進士，皆是根

據台灣籍分配的名額錄取。這種科舉考試的制度，使得台灣的仕紳家族至少在現實上，

必須放棄中國大陸的原鄉，而選取居住地台灣作為認同的對象。 

  當然前述的認同發展，是台灣漢人移民（及其子孫）從唐山的原鄉認同往台灣本土

認同移行的過程。這種「土著化」或是「在地化」現象的加深，和後來台灣人整體的認

同，或是與台灣作為疆域（空間）形成的共同體的認同並不一樣。不過，卻是台灣漢人

移民認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後續台灣認同的發展，則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有了新的歷史

時空條件下展開。 

貳、nation形成問題：對清帝國統治區域的反思 

  有關台灣nation形成的歷史時空，基本上不早於日本統治時代。1895年日本帝國根據

「馬關條約」出兵準備從清帝國接收台灣時，台灣人亦展開各階層、各地區之群起抵

抗，由於相互支援抵抗外侮，形成曇花一現的我群意識。由於清國並未能在台灣建立全

面性的統治，台灣全島尚未形成共同生活圈，不要說是原住民，連漢人內部之間亦有族

群的分類意識，因此，當時的武裝抗日，基本上是一種自發性的保家衛土之戰，雖然一

時之間呈現了全階層性的、全民性的反抗，仍未能發展出全島性組織，全島的整體意識

也尚未成形。1 

  基本上，過去有不少論述強調1895年台灣的「民族」抵抗，而且也有部分認為此一

民族是和中國大陸的漢民族一體。因此，有必要審視中國大陸在1890年代到二十世紀初

期nationalism的發展。基本上，無論是革命派的孫文或是立憲派的梁啟超，在1895年之

後的論述，都認為清帝國統治的中國大陸地區，並沒有形成近代的nation。如果中國大陸

都沒有形成nation，台灣住民如何和中國大陸的住民形成nation的一體感，而在1895年呈

現此一民族主義的武裝抗日行動。 

  當時，清帝國和過去統治中國大陸的傳統帝國類似，是沒有近代國家的觀念，只有

歷代王朝的觀念，而先後王朝之間也沒有繼承的關係，以各自統治力所及的範圍為版

圖。至於其對於政治版圖的認識，也往往是前近代所謂「天下」的觀念。不僅如此，甚

至在梁啟超等人開始思考近代國家觀念之時，也才意識到：所謂傳統中國歷代王朝帝

國，直到當時為止，連國家的名稱究竟為何？也沒有清楚的認知。首先，一般通稱的

「中國」並不是一般近代國家意義下的國家名稱，此一現象就反映在當時清帝國統治下

知識份子的認同上，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初期。2以當時清帝國至日本的留學生對自己國家

的認識（不是認同）為例，對於國家的名稱認知相當歧異。縱使當時天朝體制或是朝貢

體系已經受到近代國際法的衝擊，留學生的國家認知仍然和正常國家不同。就某種意義

上，這還未必與是否認同推翻清代國的革命相關。以1907年早稻田大學畢業紀念題名錄

為例，六十二位來自清帝國的留學生，填寫的國籍仍相當「多樣」，其中十二位填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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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國」，填「支那」、「中華」或「中國」的有二十五人，另外還有二十五人不知

如何填寫。3這也顯示出：直到二十世紀初，不要說是一般的人民，縱使是留學在外的知

識份子仍有許多沒有nation的意識，對於自己國家的名稱也不確知。 

  如前所述，連中國大陸都還沒有形成近代nation的意識，1895年地處清帝國邊陲的台

灣，又如何可能與帝國統治的中國大陸形成一體感的nationalism，而在台灣發生近代民

族主義的「武裝抗日」。因此，1895年面對日本帝國的入侵，台灣人民基於保鄉衛土的

心情，起而與之對抗，這樣的對抗一時之間也就興起了台灣的一體感。不過，這是外在

環境變化的一時現象。伴隨著在日本帝國統治下近代建設的展開，台灣人作為「共同

體」的一體感才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參、日治時期nation形成要件的兩個面向 

  日治時期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在文化層面或是交通、經濟層面，提供了台灣nation形

成的可能。不過，理論的要件成立，並不意味著意識實然的產生。以下擬先簡單說明理

論的內涵，再進一步討論台灣住民認同的實然發展。 

  如果從理論上來看，可以先從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角度切入。日治時期之初，台灣有了一份全島性的文字的媒體，就這樣

台灣人也才擁有了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共同體」形成的可能性。而隨著縱貫鐵

路，縱貫公路的開通，台灣內部的交通網路漸次形成，對於左派而言，這樣的另一個

nation共同體形成的可能性也逐漸的建構完成。霍布斯邦（Hobsbawn）論述民族主義

（nationalism）時，曾指出其內涵不過是十九世紀中期人們所稱的「民族原則」（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在創建民族國家的面向上，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經濟有明

顯的聯繫關係4。而他針對民族（nation）一詞的考察，也指出在1880年代各種大字典已

逐漸將nation定義為「轄設中央政府且轄有最高治權的國家或政治體」，或者是「該國所

轄的領土及子民，兩相結合成一整體」。 

  從前述兩個形成nation要件的角度切入，加上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差別性待遇，台灣

菁英與之爭取權益而主張台灣非得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在某種意義上，台灣人一體感

的意識終於形成。 

肆、政治抗爭、文化運動、差別待遇與台灣住民意識的發展 

  以下主要擬從日治時期台灣菁英對日本統治的政治抗爭及文化運動的歷程，討論台

灣住民意識的歷史發展。 

  1897年台灣住民對於自己的國籍作了選擇，決定自己是否留在台灣成為日本的國

民，還是離開前往中國大陸維持清帝國人民的身分（其後也可以外僑的身分再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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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住民，除了約四千五百名在國籍選擇日之前之外，選擇留在

台灣，以後成為日本國民。問題是：相對於其他十九世紀以國籍選擇的經驗，特別是領

土轉移之後住民的國籍選擇，四千五百人不到當時台灣約兩百八十萬總人口數的0.16

％。這樣的比例相對偏低，此一現象的發生，在某種意味上，或許與當時絕大多數的台

灣人對於近代國家的認同，或是對近代國家的認識，仍相當不足有關。就在絕大多數的

台灣住民選擇日本國籍之前，1896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六三法」，作為日本殖民統治台

灣的重要法依據，賦予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實施與日本內地法律規範不同的殖民地統治。

整體而言，「六三法體制」基本上就是在台灣實施特殊統治，縱使以後體制有所改變，

經過其後「三一法」乃至以內地延長主義著稱的「法三號」的修正，台灣仍持續是日本

帝國下的特殊法域，與日本本土並不相同。簡單而言，台灣人選擇了日本的國籍，日本政

府卻決定在台灣實施前述的「差別統治」，此一背景，就是台灣菁英從1910年代中葉開

始，展開反對台灣總督府統治體制運動的重要歷史時空背景。因此，政治抗爭之初，便

以廢除前述的差別統治，爭取台灣人在日本憲法保障下與日本內地人民同等的權利。 

 一、爭取政治權利到1920年代「民族自覺」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 

  如前所述，台灣人意識一開始的萌芽，與日本統治政策的差別待遇有密切關係。因

此，政治抗爭起初也是以爭取與日本「內地」同等待遇為標的。1914 年藉著同情台灣本

地人處境的板垣退助來台的機會，林獻堂等人便響應其同化的提議，正式組成「台灣同

化會」。「台灣同化會」一方面主張「台灣人」向「日本人」同化，另一方面則強調

「台灣人」應享有與「日本人」平等的權利。就前者而言，本來就是日本總督府的政

策，而林獻堂與支持「同化」的台灣本地人，所追求的則是「台灣人」地位的提高。 

  台灣仕紳推動「同化」背後的目的，是反對總督府的統治體制，對此，臺灣總督府

亦相當了解，因此 1915 年 1 月便下令強制解散。既然以夾帶方式來追求台日平等都遭到

封殺，1918 年以林獻堂為主的仕紳便明白提出撤廢「六三法」的主張。5 不過連同化會

都被台灣總督府封殺，更遑論直接要求「撤廢六三法」了。因此，後續政治抗爭與台灣

人民認同論述的發展，主要以受到日本憲法保障起碼言論、結社自由的日本本土，特別

是東京作為主要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撤廢六三法」，也就是「要求取消特別立法制，將台灣納入日本

的法制系統，共同接受憲法的治理。」6 此一運動如果持續發展，無異於標舉了「內地延

長主義」的改革主張。因此，參與者內部就曾經為了是否以「同化主義」的精神為指導

原則而發生爭論，只是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優先目標下，階段性地達成共識。但

是，「撤廢六三法」使台灣與日本內部法律、制度一體化，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固然無法

確保，以台灣的人口所選出的議員數，在多數決之下，是否能通過適合台灣需要，確保

台灣人的利益法律，也都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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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第一次大戰結束不久，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掀起殖民地

自決的風潮，也衝擊台灣知識界。參與政治抗爭的台灣菁英，進一步意識到台灣人整體

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受到新思潮衝擊的台灣菁英固然沒有提出「民族自

決」的主張，但是卻已經相當程度有了台灣人作為整體的「民族自覺」。當時，倡議此

一政治抗爭運動路線變動的，主要是明治大學畢業後留在東京的林呈祿。 

  此時適逢日本大正民主時代，日本統治政策，也從殖民地特殊主義轉向倡議內地延

長主義。林呈祿強調三百四十萬台灣漢人住民，有特殊的民情、風俗、固有思想及文

化，質疑「大和民族用一致的制度來統治」台灣，是否合宜。而此一質疑，也直接挑戰

原本台灣菁英「撤廢六三法」運動要求台灣與日本內地體制一致的「內地延長主義」訴

求。他提倡中止撤廢六三法運動，主張以要求設置強調台灣特殊性的台灣特別議會的政

治抗爭主張作為主軸，並凸顯「台灣的特殊性」。林呈祿的意見得到林獻堂等人的支

持，使得「撤廢六三法運動」轉向，成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訴求來看，明確的以「台灣住民」為主體，尋求設

置民選議會，此一主張如果實現，台灣的住民透過選舉，選出議員，組成議會，在議會

中便可以決定台灣本身的法律，控制財政，制衡總督府。因此，後來台灣左派的反對運

動者雖然批評要求設置殖民地議會的主張，是與日本統治者妥協，在殖民地體制下謀求

有限的改革與利益。但是，對日本政府而言，此一主張卻可能隱藏了走向英國式自治領

殖民地的危險，甚至可能導致脫離日本的獨立運動，而始終予以拒絕。 

  以「台灣住民」為一體，追求台灣自治，在台灣人認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進展，就

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訴求而言，也是前所未見的突破。此時要求設置台灣議會，對

台灣菁英而言，不只是爭取參政權而被視為是政治問題的解決，更因為意識到台灣人與

日本人民族的差異性，而有「民族問題」層面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意識上強

調「漢人住民」，但是在法體制上，如果落實運動的主張，理論上構成殖民地體制下的

台灣議會的住民，是包括在台灣的日本「內地人」在內的。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台灣住

民概念從原本台灣島上的住民納入來台的外來殖民者。不過，這在當時台灣菁英的抗爭

脈絡中式被有意或無意忽視的。 

  當1926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派分裂日漸明顯化，次年左派取得主導權，創會的

主要領導人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則脫離，籌組新的運動組織。在「台灣民黨」籌組

期間，將「台灣人」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呼籲要實現「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經濟、

社會的解放。雖然沒有提出殖民地依民族自決原則獨立建國的主張，不過，日本當局還

是將其視為「民族自決」主張的偽裝，駁回「台灣民黨」的申請。7其後，台灣民眾黨申

請成立時，雖然訴求被迫軟化，但是仍維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訴求基調。 

  至於真正標舉民族自決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則是台灣共產黨。台共成立之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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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上屬於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民族支部」，而以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為其訴

求。8在某種意義上，這和馬克思主義當時對「民族」的認知有關，不過，就標舉「台灣

民族」訴求的概念而言，則是台灣nation認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近代文化的引進與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提出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里程碑。大體而言，這是一個

以批判台灣當時陳腐的漢文化、引進近代文明、以提高台灣文化，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的

運動。9日本殖民台灣基本上是以近代歐洲作為仿效的對象，透過學校教育，西方近代文

化持續引入台灣。而台灣本土菁英接觸西方近代文化之後，也有意識地引進西方近代文

化。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固然在政治層面是台灣菁英自覺的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也是

台灣文化自覺的重要里程碑。 

  就文化的傳承而言，以蔣渭水為代表的菁英對於傳統漢文化和台灣的關係，當然有

清楚的認知，他在《臨床講義》就指出：被稱為台灣的患者（病人），遺傳明顯具有黃

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而當時的症狀則是「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

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枉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

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

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而對於台灣文化的出路，不是以尊崇、發展傳統漢人文

化為目標，並藉此與日本的文化對抗。相對地，他主張批判台灣當時陳腐的漢文化，積

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以發展台灣文化，建立台台灣文化的自覺與自尊。 

  因此，他提出的病情診斷卻不是傳統漢文化或是儒家文化的欠缺，而是「世界文化

的低能兒」。蔣渭水指出：「臺灣人現在有病了……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

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

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如此，必須批判台灣不良

的漢文化的內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並使其普及化。蔣渭水便表示：「臺灣人現在有病

了……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

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

療法的機關。」如此，必須批判台灣不良的漢文化的內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並使其普

及化。換言之，蔣渭水本人雖然具有「漢人」的認同，或是所謂「漢民族」的想像，但

是在文化運動的具體作為，則是揚棄當時台灣原有的漢文化傳統，文化認同上傾向西方

近代文明。換言之，雖然認知台灣文化與傳統漢文化有密切的傳承，但是在文化認同

上，則是選擇了與傳統漢文化區隔的西方近代文明。而要積極引進西方近代文明，並使

其普及深入民間，從台灣新文學運動往「台灣話文」運動發展，是一個重要面向。 

  在台灣主體性發展的過程中，文學也是重要的一環。日治時期之前，台灣舊文學只

是士大夫階級的「大傳統」文化內涵，與一般大眾沒有緊密的互動。在台灣文化協會成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4期／2016.06.30 66   

立的1920年代，仍因為文字艱澀，不利於人民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就文化內涵看，台灣

的舊文學本來就與民國初年的中國舊文學同屬一脈，因此，和當時中國的五四運動提倡

白話文的背景相似，台灣知識份子一開始也提倡「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為改革方向。

但是此一主張若要真的落實，由於台灣人民使用的不是北京話，而是的台灣話。因此，

要「我手寫我口」，理論上就必須進一步發展出「台灣話文」運動。葉石濤所著之《台

灣文學史綱》中對「台灣話文運動」下了最好的註腳：「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

的一環，給民眾灌輸民族意識，授以打破迷信陃習的觀念，衛生常識的培養，以改革臺

灣社會結構，促進近代化，獲得民族解放，必須依靠普及民眾的語文才行––這就是臺灣

話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10 

  台灣話文運動在文學內容上，也強調書寫一般民眾的生活、感情的重要性。1930年

台灣興起了「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作家黃石輝和郭秋生倡導所謂鄉土文學，就是強

調文學應該是「只描寫『臺灣事物』的文學」：因為「既然居住在臺灣的人，大家都喝

臺灣的奶水長大，眼看耳聞都是有關臺灣本土的消息，所有經驗都來自鄉土臺灣，那麼

作家描寫臺灣事物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的任務。」鄉土文學運動與「台灣話文」有著

密切的連帶關係，因為「文學能夠激發感動廣大民眾—勞苦大眾，文學語言不能採用統

治者的語文—日文，也不能採用屬於封建地主階層的古文，也不好採用貴族化的新知識

份子提倡的白話文，而一定要使用勞苦大眾慣用的臺灣話文。」11如同黃石輝所標舉

的：「臺灣在政治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

應臺灣的現實情況，建設獨立的文化」起見，不能不提倡鄉土文學。12台灣話文運動囿

於主客觀情勢，並沒有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但是，卻是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文化運動的

重要歷史發展。 

  除了前述的政治抗爭、文化運動之外，客觀環境及公共建設也是造就了台灣人共同

體意識醞釀的溫床。另一方面，日本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及被日本壓迫的

共同經驗，進一步催化促成了台灣人的一體感。最明顯的，就是透過教育體系及國家行

政體系運作所形成的「本島人」、「內地人」的差別感。日本人將所有台灣住民稱為

「本島人」，相對於來自日本「內地人」，施行差別待遇，一般而言，台灣人上公學

校，日本人上小學校，受教育都遭到區隔及不平等對待；13在民間商業活動上，台灣資

本也倍受壓迫。14不同族群的住民，除了高山族之外，在日本統治下都被一視同仁，成

為「本島人」。「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區隔，逐漸凝聚成台灣住民一體的意識，這

應該是歷史上首次出現台灣住民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雛形。 

伍、戰後初期的歷史轉折 

  如前所述，台灣住民（people on Taiwan）的近代nationalism的認同在日治時期開始

萌芽，透過與殖民統治當局的對抗，台灣人民有了與日本人相對而存立的民族自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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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當時台灣菁英的身分認同是相當複雜的，除了極少數主張回歸中國的祖國派，和主

張殖民地民族自決獨立者外，作為日本國民位階之下，台灣人（本島人）與日本人（內

地人）的差別感是影響其身分認同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立基於前近代的血緣認同

或是文化傳承，也使不少台灣人存在「漢族」的想像認同。 

  整體而言，雖然構成台灣nation外在條件已經逐漸具備，但是台灣nation並未形成。

直到日治時期結束前，前近代的「漢族意識」比近代的台灣nation的意識高漲。1945年8

月日本戰敗，原本想像的「漢族」認同，迅速轉換為中國或是中華民族的「祖國」認

同。到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此一狀況才發生明顯轉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影響戰後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分野的關鍵。中國nation

認同之外，與其同位階的台灣nation認同也相當程度的發展，包括廖文毅在內的海外台獨

運動者即屬於後者。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失利，約有一百多萬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來

到台灣，是台灣住民認同問題新的里程碑，對當時的新住民而言，是只有中國人認同而

沒有台灣人認同的。相對地，原本的台灣住民中縱使意識到有台灣人（本省人）與外省

人的區別，大抵上在國家位階抱持對中國或是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出現近二十多年民

調中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認同觀；只有少數傾向台灣獨立者，可能會抱持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的認同。 

  隨著國民黨當局強勢推動大中國主義的教育內容，及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中國人

認同的比例逐漸增加，而只有台灣人認同者則基本上在公眾場合是「噤聲」的群體。而

前述抱持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的台灣住民，則大體上是相對多數。不過，此種認

同基本上是大中國架構下的台灣認同。和日治時期日本國民認同下的台灣人認同結構是

類似的。與日本時代不同的是，此時台灣人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人不同的概念相對淡

薄許多，台灣人是與外省人作為同位階的族群概念而存立的。 

陸、台灣內部自決主張的發展 

  1949年以後，台灣住民自決的發展脈絡，與海外的台獨運動並不相同，固然最後住

民自決成為海內外台灣人政治運動共同主張。不過，此一住民自決的概念，是包括戰後

來自中國的移民和原本台灣住民在內及其後裔。 

  台灣內部最早提出住民自決者，為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

他們意識到當時國民黨當局所抱持的「一個中國」立場，不僅對國民黨政權不利，也將

影響台灣的生存，遂於1964年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自救宣言」中，明白以

「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一中一臺」主張作為解決台灣國際定位問題的訴求，並公

開要求：以臺灣一千二百萬人民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取代蔣中正總統所領導的政權。

在此宣言中，以前述的主張為基礎，建構對外確立主權，對內追求民主憲政的三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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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2758號決議案〉，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承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國際上所謂的「一個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台灣的生存空間遭到嚴重的擠壓。 

  為求取台灣自由民主改革，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個中國」架構併吞台灣，住

民自決的主張乃有進一步的發展。1971年12月16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通過〈對

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當時的人口）的人

權意志，作出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並強調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此聲明發

表，震驚海內外，隨即獲得海外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鄉親熱烈的迴響，掀起海外的「台

灣人民自決運動」。 

  除了長老教會之外，戰後自由主義重要代表人物雷震，亦向蔣中正總統及蔣經國等

五位國民黨當局的權力核心人士提出具體的主張—〈救亡圖存獻議〉。指出為避免台灣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除了必須改國號為「中華臺灣民主國」外，並應制定新憲法，

作為一個合乎「權力分立」原則的民主憲政國家。 

  1977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進一步發表「人權宣言」。呼籲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發展關係之際，能注意臺灣住民的權利。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一千七百萬住民

（當時的人口）決定」，並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種台灣住民自決的要求，在1970年代末期影響了黨外運動的主張。 

  1978年10月，「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向各候選人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作為黨

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其內容以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作為訴求的依據。但是，在美國轉

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代表後，面對國家的國際生存危機，黨外人士開始將

民主改革與國家走向問題結合起來，並以住民自決論思考國家的走向，12月發表的「黨

外人士國是聲明」除了延續黨外共同政見外，更進一步揭櫫「我們的目標」，首次以集

體的方式，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當時台灣住民總數）來決定。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人士的訴求一度趨於保守，以「制衡」作為重點。而在

1982年9月28日，由台北市議會黨外市議員促成的「市政研討聯誼會」，再度標舉台灣的

前途應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共同來決定後，住民自決成了黨外人士的政治訴求主軸之

一，也是直到民進黨成立，黨外人士對國家走向的核心主張。 

柒、台灣認同發展的實證考察及其問題 

  整體而言，1980年代，國會全面改選及住民自決成為黨外運動及民進黨成立（1986

年）後的政治訴求基調。但是，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及廢除「懲

治叛亂條例」，次年修改「刑法」100條，終結了「言論叛亂」的白色恐怖，既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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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台灣人認同仍是相對多數的主張，根據1992年對二十歲以上住民的的調查占了

46.4％。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占了25.5％，而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占了17.6％。15此

後隨著台灣民主的深化，三種不同的認同中，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率程序持續上升

的趨勢，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比率下降趨勢最為明顯，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

下降趨勢則較為緩慢。大抵上1995年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率超過只是中國人的認

同，而從2001年開始拉近與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率，差距的狀態也有浮

動，在2008年超越了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率。2009年認為自己只是台灣

人的比率超過一半，2014年和2015年則在六成上下（2015年底是59％），台灣人的認同

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而2014年底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占了3.5％，縱使加上無

反應的了3.5％，也只有了7％。根據1990年台灣人口普查，二戰大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的

新住民及其後代占台灣總人口13％左右，因此前述台灣認同的分歧，用族群來解釋已經

明顯出現限制。也就是族群和認同的相關性，連過去一般被瞭解為最穩定的二戰大戰後

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及其後代的族群，也有明顯的鬆動。至於此種認同對台灣以後的

政治、社會發展會產生何種影響，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圖 1、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1992～2015.06）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4期／2016.06.30 70   

  不過，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的調查結果（參見圖1），認同趨勢和所謂的統獨趨勢16仍

有落差。相較於前述的認同狀況，2014年底「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決定、永遠維持

現狀）比率最高，達59.5％。支持「盡快獨立」和「偏向獨立」比率有23.9％；支持「盡

快統一」和「偏向統一」有9.2％。17也就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32.5％中，

很明顯在現階段也不支持「偏向統一」的立場，60.6％只有台灣人認同者也有相當高的

比率不支持「偏向獨立」。就此而言，雖然或許勉強可以寬鬆地解釋，這些人認為「維

持現狀」和只有台灣人認同是相契合的。相對而言，或許台灣人認同與台灣作為主權國

家的認同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而現實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住民的認

知中，也呈現其究竟是中國人的國家還是台灣人的國家的分歧。 

  就此而言，這已經不只是台灣住民自我認定的問題，就學術研究而言，有必要從國

際法及國際政治的角度切入，釐清中華民國政府的定位，或許才有助於台灣住民作合理

的選擇。 

  再以台灣人身分認同的部分進一步分析，在身分認同上排除了中國人的認同，在

2014年已經突破六成。而在統獨光譜的選擇上，有「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決定、永

遠維持現狀）、「盡快獨立」和「偏向獨立」、「盡快統一」和「偏向統一」的不同選

項。換言之，實證調查時，已經將「維持現狀」與明確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

國家的選項做了明顯的區隔。如果將後者比較寬鬆定義為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獨立於

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的認同，可以發現前述六成有清楚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台灣住民

中，卻只有39.4％在當時支持（23.9％／60.6％）台灣應該明確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

的主權國家而存在。也就是縱使確認了自己的身分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身分認同，在國

家定位的選擇上，也沒有確立對台灣作為正常化國家（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的

認同。 

  如果根據調查結果差距不大，由黃紀主持調查的2013年的資料，進一步對照，可能

對於此一民意取向有更清楚的瞭解。根據研究成果，縱使「如果中國大陸和台灣在經

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有60.8％的人反對，同一次調

查，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占了59.6％（而就文化認同而言則占了58.0％）。18另一方

面，「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大陸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

個新國家」，贊成者占65.3％；「就算台灣宣布獨立後，會引起中國大陸攻打台灣，台

灣還是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贊成者下降為38.9％。至於「如果台灣與大陸簽署協

定，大陸保證不攻打台灣，台灣也保證不宣布獨立」，則贊成者占68.3％。19從前述的數

據可以發現，清楚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台灣住民，只要在保證和平的狀態下，與贊成成為

一個新國家的比率是接近的。而只要保證和平，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以武力兼併台

灣，台灣也不宣布獨立的，則是支持度最高。換言之，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的台灣住民，不支持台灣成為新國家的主要原因，是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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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對台灣動武，以台灣不宣布獨立為代價，基

本上也可以接受。 

  而根據前述實證的調查結果，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是相關的，在某種

意義上，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比例越提高，認同台灣應該作為正常化國家，

或是贊同台灣應該成為新國家的台灣住民也會增加，只是二者之間有相當落差。造成此

一落差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台灣身分認同的台灣住民，有相當高比例不同意在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發生武裝對抗的條件下，使台灣成為新國家。相對地，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地

位仍有待釐清，甚至已經認識到台灣在中華民國現狀下無法成為國際上正常的主權國

家，加入國際組織有困難，連正式的國名也無法維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不發動

武裝攻擊，2013年的調查，不同意以台灣不宣布獨立作為代價，占了31.7％。對照前述

贊成「就算台灣宣布獨立後，會引起中國大陸攻打台灣，台灣還是應該成為一個新國

家」占38.9％來看，或許可以說，超過三成的台灣住民，至少已經具備總始有外來的武

力威脅，也應該加以抵抗，使台灣獨立作為正常化國家的認同。相對而言，贊成「如果

台灣與大陸簽署協定，大陸保證不攻打台灣，台灣也保證不宣布獨立」，占68.3％，或

許這也才可以說明2012年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占54.3％，但是「中國不動

武、台灣不獨立」仍被多數人所接受，或許這是當年總統大選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馬

英九仍然順利當選連任的原因之一。至於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的進一步發

展，除了前述有關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問題必須釐清之外，對於台灣在國際的處境是

否可以（勉強）接受，將是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值得國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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